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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改革视角下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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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研究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重大意义。首先分析了１９８５年以来我
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非粮化的发展及问题，然后从宏观与中观层面对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

发现：（１）从宏观层面看，非粮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非粮化的格兰杰原因，是促进非粮化
发展的关键因素。而非粮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还没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２）从中观层面
看，１３个粮食主产区非粮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呈越来越强的趋势；脉冲分析反映出约８个月的响应迟滞期，相
对于东北、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非粮化受经济增长的刺激影响较大且反应灵敏。据此建议：兼顾国家粮食安全与

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区别看待三大粮食主产区非粮化，做好粮－经－饲三元结构调整，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规范非粮化；优化非粮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发掘非粮对经济增长的潜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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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农村耕地和基本农田不同程度地存在“非粮
化”，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被用来种植经济作物、青饲作

物及发展养殖业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整理，全国非

粮作物总播种面积由１９８５年的３４７８万 ｈｍ２增加到２０１５年
的５３０３万ｈｍ２，增加了１８２５万 ｈｍ２，占现有农作物播种面
积的３１．８７％。这些代表性非粮化数据存在于２个方面：一
是小而散但数量众多的农户自发的非粮化，二是土地流转后

的大规模、高集中度且数量可观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非粮

化。从主体利益分析，农户希望提高农业收益，增加家庭收

入，而积极进行非粮化；地方政府特别是农业大县希望调整农

业生产结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非粮化；中央要从长远战略

层面考虑国家粮食安全而防范非粮化。由此，学术界围绕非

粮化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３个方面，一是长期过度的
非粮化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陈秧分等认为粮食种植效益

低，非粮化倾向严重，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中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非粮化生产行为已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

胁［１－５］。二是非粮化的成因与防范。例如易小燕等采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了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户非粮化种植行为的主
要因素［６］。张藕香发现分化农户的特征差异影响非粮化，并

且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户差异甚大［７］。尹成林等认为土

地流转非粮化动因一方面是经济利益驱动，另一方面是种粮

补贴政策有待完善［８－１１］。三是非粮化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高强等指出新常态之下，我国需要一种新的增长观，农业也必

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快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１２］。樊帆

指出推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永恒主

题，粮经饲协调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土地规模的调整来实

现［１３］。赵亮指出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具有重

大意义［１４］。孔祥智指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要树立大粮食和

大国土观念，促进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１５］。程国

强等分别指出农业供给侧改革要突出政策的完善性、农业经

营方式的创新、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１６］。杨建利等指出要加

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１７］。

综上所述，非粮化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一部分，是当前

新常态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从研究范围

看，非粮化研究除了重点突出粮食主产区与土地流转因素之

外，要兼顾其他地区农户自发的非粮化行为。从研究目的看，

问题争执的根源可归结为在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与更好的促

进经济发展这２个前提下，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上
如何处理、对待非粮化。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顺应
新形势新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调整粮

经饲种植结构，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那么，在此大背

景下，非粮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１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非粮化现状分析

１．１　伴随经济增长，非粮与粮食种植规模差距逐渐缩小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农民生产种植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加上政府农业生产结构调

整政策的激励和人们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以及农户提高土地

收益的需要，非粮作物种植规模快速增加，例如蔬菜、瓜果、烟

叶、茶叶、油料等。据统计，相比１９８５年，２０１５年蔬菜规模达
２２００万ｈｍ２，增加了１７２５万ｈｍ２，占现有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的１３．２％，油料规模达１４０３万 ｈｍ２，增加了２２３万 ｈｍ２，占
８．４％。
　　图１表明，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非粮
与粮食的比值呈增长趋势。虽然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期间，非
粮与粮食种植比值经历了短暂的回落，但整体上看，３０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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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该比值大致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特征，每增加１个年度时期，
该比值增加０．７２％。而我国的耕地面积是有限的，随着非粮
化规模及非粮与粮食种植比值不断增加，应警惕非粮化对国

家粮食安全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

１．２　非粮化与经济增长态势较为吻合，随经济发展而起伏
波动

我国非粮化与经济增长变化是有一定联系的，非粮化增

速与经济增长的态势较为吻合。图２中黑色阴影部分代表经
济增长的变化趋势，灰色阴影部分代表非粮化变化趋势。从

图２对比来看，非粮化与经济增长变化的长期趋势较为一致，
同时均呈现一定的阶段性与周期性变化，例如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３年至今。从变化范围与顺序来
看，非粮化各个时期总是被经济增长变化的各时期所包含，暗

示着非粮化随经济变化而作出反应，产生频繁的波动。随着

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目前我国非粮化增长也呈现出渐缓的

下降态势。

１．３　非粮化与相关经济政策的协调存在难度
在我国耕地面积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非粮化规模的不断

扩大，也为我国的城镇化政策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政策的制

定与实施带来了挑战。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城镇化引起的大面

积城郊农业、都市农业、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农业，这些非粮化

体现，建立在对粮食作物种植挤占的基础之上。３０多年来，
我国经济发展下的城镇化水平由 １９８５年 ２３．７％到如今的
５６．１％，占用了大面积粮食耕地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大规模
的非粮化种植。另一方面，在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发展农

业经济过程中，容易陷入非粮化误区。政府多认为若在“三

农”问题上取得良好的政绩，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是很好的办

法，由于种粮成本高，收益低，产业带动力弱，于是多鼓励农业

耕地的非粮化经营行为，大力发展非粮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来

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目前，农业供给侧改革中要建立粮经

饲三元生产结构，除了着力发展粮食、经济作物外，还要大力

发展草食畜牧业，这无疑也是非粮化政策制定的一大挑战。

２　非粮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一方面站在全国层面，基于１９８５—１９９８年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与中国国家统计年鉴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年度时间序
列数据，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方法，另一方面从中观地

区差异层面，利用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斯皮尔
曼等级相关系数法，验证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三大粮食

主产区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然后采用脉冲响应方法，进一

步探索我国粮食主产区非粮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２．１　宏观层面的非粮化与经济增长
研究涉及２个基本指标：经济增长和非粮化。其中经济

增长指标采用学者均认可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量作为代

表；以往非粮化指标数据多是基于对土地流转调查中的样本

数据的推断统计，缺乏准确性，本研究尝试以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中非粮与粮食作物面积比为参考，既考虑了粮食种植面积

的变化，又兼顾了非粮作物种植规模的变化。ＦＬＨｔ代表第 ｔ
年我国农业非粮化率，ＮＺＷＳｔ代表第 ｔ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ＬＳＳｔ代表第ｔ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非粮化率计算公式：ＦＬＨｔ＝（ＮＺＷＳｔ－ＬＳＳｔ）／ＬＳＳｔ，ｔ＝１，２，３…。
　　为了缩小数据的绝对数值，方便计算以及消除计量回归
中的异方差等问题，下面计量检验中分别对非粮化与经济增

长指标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作ｌｎＧＤＰ与ｌｎＦＬＨ；
（１）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平稳性检验。采用 ＡＤＦ检验

法，分别对变量原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

果显示在５％显著水平下 ｌｎＧＤＰ与 ｌｎＦＬＨ序列存在单位根，
为非平稳序列，Ｄ（ｌｎＦＬＨ）与Ｄ（ｌｎＧＤＰ）序列是平稳的一阶单
整序列Ⅰ（１）（表１）。

表１　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单位根检验（含趋势和截距项）

变量 ＡＤＦ检验ｔ值
临界值

１％水平下 ５％水平下 １０％水平下
Ｐ值 结论

ｌｎＦＬＨ －１．１０３２０５ －４．２７４６１２ －３．５１５４６８ －３．２００２６５ ０．８８３５ 非平稳

ｌｎＧＤＰ －３．１２００４６ －４．２９６７２９ －３．５６８３７９ －３．２１８３８２ ０．１２００ 非平稳

Ｄ（ｌｎＦＬＨ） －４．４５３９８１ －４．３０９８２４ －３．５７４２４４ －３．２２１７２８ ０．００７２ 平稳　
Ｄ（ｌｎＧＤＰ） －６．７８５２３１ －４．３２４５６２ －３．５６５２２２ －３．１９８５２３ ０．００００ 平稳　

　　（２）非粮化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存在性分析。表１显
示非粮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验证

２个指标间的协整性。表２协整检验中５％水平下，迹统计量

检验与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显示拒绝原假设，认为至少存在

一个协整关系，同时接受了至多有１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因此，可断定非粮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唯一的长期均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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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迹统计量检验／最大特征根检验

检验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５％水平值 伴随概率Ｐ
没有 ０．４７１１／０．４７１１ ２２．５０１／１９．４２４３ １５．４１４７／１４．２１４５ ０．００３２／０．００６１

至少有１个 ０．０９２１／０．０９２１ ２．８９６０／２．８９６１ ３．８５７３／３．８３４２ ０．１２８２／０．１４１２

动关系。

　　既然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那么长期关系必然会
受到协整方程的约束，具体的协整方程式：ｌｎＦＨＬ＝０．３７×
ｌｎＧＤＰ，ＬＭ（１）＝１．９１，ＬＭ（２）＝２．８６，ｌ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６８．４１１７。

该协整方程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表明残差是稳定的，非

粮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对

非粮化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说明经济增长对非粮化的影响较

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非粮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这符合我国

经济增长背景下非粮化比例扩大的现实状况。

（３）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分析。采用格兰杰
因果检验法，来判断二者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表３给出了
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在滞后一阶、１０％置信水平下，
能够拒绝原假设“经济增长不是非粮化的格兰杰”即经济增

长是非粮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在滞后两阶的情况下，接受原假

设；无论在滞后一阶或两阶的情况下，都接受了“非粮化不是

经济增长的格兰杰”的假设。表明：（１）非粮化不是经济增长
的格兰杰原因。首先，非粮化只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一部

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限的。其次，根据产业发展规

律，随着一国经济增长，第一产业比例越来越低，第二产业逐

渐上升且达到瓶颈后，第三产业快速上升占据较高比例，农业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不断减弱。最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有很多，农业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因素。（２）经济增长是
非粮化的格兰杰原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生活消费不断升级，以种植粮食和消费粮食为主的

观念已经转变，非粮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近年来花卉、苗

木、蔬菜、油料、水果、大蒜、辣椒等非粮作物的种植规模在不

断扩大。同时，一些工商资本受利益驱使也参与到农业中来，

加快了非粮化进程。

表３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样本数（个） 滞后期 Ｆ值 Ｐ值 检验结果

经济增长不是非粮化的格兰杰原因 ３０ １ ３．３０７８６ ０．０６４５ 拒绝

非粮化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３０ １ ０．０８４３２ ０．７６５４ 接受

经济增长不是非粮化的格兰杰原因 ２９ ２ １．６８５２１ ０．２０１４ 接受

非粮化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２９ ２ ２．２５４８２ ０．１２３１ 接受

２．２　中观地区层面的非粮化与经济增长关系
２．２．１　粮食主产区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斯皮
尔曼等级相关是根据等级资料研究２个变量间相关关系的方
法。它是依据２列成对等级的各对等级数之差来进行计算
的，又称为等级差数法，是反映２组变量之间联系的密切程
度，取值－１到＋１之间，值为正表示正相关，值为负表示负相
关，值等于零为零相关。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反之，则相反。

其公式为：ｒｓ＝１－［６×∑（ｄｉ）
２／（ｎ３－ｎ）］，其中等级相关系

数记为 ｒｓ，ｄｉ为２个变量每一对样本的等级之差，ｎ为样本
容量。

　　由表４可见，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国１３个粮食主产
省份的经济总量增长较大，但增长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相应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非粮比例下降的地区有７个，主要集中在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江西、江苏、安徽。根据斯皮尔曼

系数判断，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粮食主产区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越来越紧密，该系数也验证了我国粮食主产区非粮化与经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粮食主产区斯皮尔曼等级系数及检验结果

粮食主产区 省份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非粮比例

（％）
经济增长率

（％）
非粮比例

（％）
经济增长率

（％）
非粮比例

（％）
经济增长率

（％）
非粮比例

（％）
经济增长率

（％）

东北区 黑龙江 １５．８ ８．２ １４．５ １１．６ ６．１ １１．４ ４．３ ５．７
吉林 １５．６ ９．２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８ １３．６ １１．０ ６．５
辽宁 ２１．１ ８．９ ２２．０ １２．３ ２０．３ １４．２ ２２．３ ３．０
内蒙古 ２５．０ ９．７ ２９．４ ２３．８ １５．０ ２３．８ ２３．２ ７．７

黄淮海区 河北 ２３．３ ９．５ ３１．０ １３．４ ２８．４ １２．２ ２７．３ ６．８
山东 ３４．０ １０．５ ４１．９ １５．２ ３４．８ １２．３ ３４．２ ８．０
河南 ３１．３ ９．４ ３５．０ １４．２ ３１．７ １２．５ ２９．０ ８．３

长江中下游区 湖北 ４５．２ ９．３ ４８．１ １２．１ ４６．７ １４．８ ４６．１ ８．９
湖南 ３７．２ ９．０ ３９．７ １１．６ ４０．２ １４．６ ４３．２ ７．９
江西 ４１．２ ８．０ ３５．４ １２．８ ３３．０ １４．０ ３３．６ ９．１
四川 ２８．７ ９．０ ３１．０ １２．６ ３２．３ １５．１ ３３．１ ７．９
江苏 ３３．２ １１．０ ３７．８ １２．８ ３０．３ １１．９ ３０．０ ８．５
安徽 ３１．３ ８．３ ３１．４ １１．６ ２６．９ １４．６ ２５．９ ８．７

平均值 ２９．５ ９．２ ３１．５ １３．５ ２７．６ １４．２ ２７．９ ７．５
斯皮尔曼系数ｒｓ／ｔ检验值 ０．４１２／３．６４２ ０．４３３／３．７１３ ０．５４３／２．３６５ ０．７８１／３．８１３

　　注：在１％条件下，系数ｔ检验值均高于临界值０．５５的水平，表明２个指标相关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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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由最初的中低度相关关系，发展为中高

度相关，相关度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例如，粮食主产区２０００
年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仅为０．４１２，而２０１５年该相
关系数已高达０．７８１。
２．２．２　粮食主产区非粮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　脉
冲响应可以比较直观地刻画出非粮化与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

动态交互作用和效应，并从动态反应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

系，可以衡量来自某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

差的冲击对ＶＡＲ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
响。基于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我国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省际面板数
据（均经过自然对数化处理），进而分析粮食主产区非粮化

与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根据非粮化与经济增长

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该部分只对经济增长对非粮化的冲

击影响进行分析。原数据对数化后为平稳序列，适合直接

ＶＡＲ分析，计量检验原理、步骤与以上相同，在此不再重复
显示验证步骤。

根据粮食主产区东北区（黑、吉、辽、蒙）非粮化与经济增

长的脉冲响应（图３），可知经济增长对于非粮化的影响具有
迟滞性，给予１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并不会立即产生作用，
大约在第１期后期发生反应，在４期响应经过波动后逐渐趋
于０，说明经济增长对非粮化影响作用较强，持续时期也较
长，最终恢复到均衡状态。由方差解释（图４）可知，随着期数
的增加，非粮化变动的方差由经济增长解释的部分，经历约

０．８个时期的迟滞后，响应幅度快速增大，经过第二期的过渡
调整后，会迅速对经济增长的变化冲击作出敏感的反应，方差

贡献度会随之上升并达到稳定的峰值，最终约９％的非粮化
变动方差可以由经济增长变动来解释。

　　根据粮食主产区黄淮海区（冀、鲁、豫）脉冲响应（图５），
可知经济增长对于非粮化的影响也具有迟滞性，给予１个单

位标准差的冲击，并不会立即产生作用，大约在第０．８期后期
发生反应，在第１．３期响应速度加快，在第４期波动逐渐趋于
０，说明经济增长对非粮化影响作用较强，持续时期也较长，最
终恢复到均衡状态。由方差解释（图６）可知，随着期数的增
加，非粮化变动的方差由经济增长解释的部分，经历约０．７个
时期的迟滞后，响应幅度快速增大，经过第２～５期的过渡调
整后，会迅速对经济增长的变化冲击作出敏感的反应，方差贡

献度会随之上升并达到稳定的峰值，最终约１１％的非粮化变
动方差可以由经济增长变动来解释。

　　据粮食主产区长江中下游区（苏、皖、赣、川、鄂、湘）脉冲
响应（图７），可知经济增长对于非粮化的影响同样具有迟滞
性，给予１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并不会立即产生作用，大约
在第０．７期后期发生反应，在１个时期的快速下降后，逐渐趋
于０，迅速达到稳定，最终恢复到均衡状态。由方差解释（图
８）可知，随着期数的增加，非粮化变动的方差由经济增长解
释的部分，经历约０．６个时期的迟滞后，响应幅度快速增大，
会迅速对经济增长的变化冲击作出敏感的反应，方差贡献度

会随之上升并在第１．４期达到稳定的峰值，方差解释度高于
其他两大粮食主产区，约为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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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非粮化对于经
济增长的反应期与反应程度也是不同的。三大粮食主产区中

长江中下游区非粮化对经济景气非常敏感，地区经济增长对

非粮化的刺激作用较强，并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达到稳定峰值。

原因是由于该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信息反应快、产业化与科技

化水平高，能够快速作出反应，及时进行非粮化调整；对于其

他两大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市场化程度较

低，信息反应较慢，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应较为迟钝，该地区

经济增长对非粮化的刺激作用相对较弱，且达到稳定峰值的

速度较慢。

３　结论、讨论及建议

３．１　研究结论与讨论
基于１９８５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非粮化的现状及

问题，从宏观与中观地区差异层面分析了非粮化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发现：（１）从宏观层面看，非粮化与经济增长间存在
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通过格兰杰检验证明了该关系是单向

的正向显著关系，非粮化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

长是非粮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非粮化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并不明显，而经济增长的变化对非粮化的影响比较显著。

（２）中观层面看，一方面通过斯皮尔曼系数验证了各地区非
粮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逐渐由中低度相关上升为中

高度相关，相关性呈越来越强的趋势特征。另一方面在地区

发展过程中，脉冲响应结果反映出三大粮食主产区对于脉冲

响应都有近８个月的迟滞期，但相对于东北、黄淮海区，长江
中下游区经济增长对非粮化的方差解释作用较强，反应较为

灵敏，且达到稳定峰值速度较快。

应理性看待非粮化，把握好非粮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非粮化与经济增长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较多的问

题：受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非粮化规模呈上升趋势，必然影

响国家粮食安全；非粮化随经济变化起伏波动，对其控制与调

整的工作很艰巨；地区间非粮化程度差异较大，为全国性政策

的制定带来很大的挑战；非粮化的规范与其他经济政策的部

分内容相冲突，协调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处于

新常态，经济增速迎来换挡期，未来一段时间，潜在增长率下

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加上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增长对非

粮化的正向影响作用将趋于稳定或减弱，即非粮化在未来一

段时期内的扩大化趋势会有所缓和。另外根据恩戈尔定律，

随经济发展，我国人均粮食消费增长正趋于减缓或下滑趋势，

可减缓一定的粮食紧张压力，也扩大了非粮化存在的合理空

间，为未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机遇。

３．２　政策建议
（１）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坚持粮食安全战略方针不变前

提下，一方面不断挖掘主产区粮食潜力，另一方面注意合理设

定非粮水平的基本安全点及弹性范围。在地区差异层面上，

可根据各地区经济与农业水平及特点，划定高水平、一般水

平、低水平非粮化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高，第

三产业发展快，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高级化、多样化

的需要，可允许维持较高的非粮化水平。对于较为落后地区，

农业虽然规模大、但效益低，工业化水平也低，居民收入水平

低且增长慢，迫切需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的非粮化来提高

当地收入，发展经济。那么，该类地区一定时期内可以允许较

高的非粮化水平。

（２）区别看待三大粮食主产区非粮化，做好粮经饲三元
结构调整，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１３个粮食主产区非
粮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越来越强，建立主产区粮食安全、经

济增长、粮经饲三元结构优化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业

经济良性循环发展是必然趋势。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经济

基础好，非粮水平高，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快，要注意非粮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权衡；东北区是国家的重要粮仓，也是当前粮改饲

重点地区，面临经济振兴的背景下，在加强对大豆、青饲等非粮

作物的政策引导中，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石；黄淮海

区经济发展较为稳定，做好粮经饲三元结构调整的同时，发掘

非粮潜力，加快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是发展的重要一环。

（３）加快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优化非粮的内部结
构和区域布局。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

下，从质上发展非粮化，基本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资源

禀赋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农业综合

效益。注重非粮作物种植的内部调整，对于效益低、供过于

求、能通过适当进口有效解决的非粮作物，可适当控制规模，

用来发展其他非粮作物，既可缓解非粮化扩大问题，又可提高

产品收益。

（４）继续发掘非粮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力价值。一方面，
当前非粮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盲目横向规模的非粮

化并不一定会带动经济发展，需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优化与

产业链的建立与完善相配合，健全市场体系，从品质上提升非

粮化而不是通过简单的规模扩展来发展非粮化，这也反映出非

粮化对经济增长的价值还有待发掘，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伴随经济增长，非粮化是一种趋

势。经济增长对非粮化有较强的推动作用，非粮化对经济增长

的反应有一定滞后性，为生产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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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江西省各市县的９１家合作社实地调研数据作为样本，在明确农民合作社绩效的评价原则与方法的基础
上，从财务、学习成长、内部运营、社员等维度选取１０个变量，初步构建了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基于平衡计分
卡理论的农民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随后利用因子分析法进一步检验与完善。最终验证结果与初步假设一致，评价结

果表明，财务、学习成长、内部运营、社员绩效对综合绩效的影响依次递减，全面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当前合

作社“供不适需”现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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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１．１　研究背景
快速的经济崛起引领了我国各个领域的新面貌，引导着

各行各业的新格局。然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断快速推进

导致了农村现有劳动力的规模转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三

农”问题凸显，农户兼业化、劳动力弱质化、农业副业化与种

植非粮化的现象越发严重［１］。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是探索

小规模农户经营基础上的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道路，建立新

型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２］。而农民合作社的特征、成立目标

和原则与之不谋而合，应当把合作社建设作为推动农业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和手段［３］。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全国农民合
作社已经超过１７０万家，每个村平均有３个农民合作社，入社

成员超过１亿户，４３．５％的农户成为合作社的成员。农民合
作社发展迅猛，但合作社发展数量与发展规模呈现不对等增

长［４］，合作社的竞争能力较为弱小［５］，自我发展能力不够强，

抗风险能力弱［６］，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收入整体偏

低［７］，资本也容易陷入难以化解的困境中［８］。纵观各国合作

社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其对于促进就业、益贫增长与社会和谐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９］，但农民合作社发展却并非像预期那

样顺利，惠及农户、带动农民的作用十分有限［１０］，量多质低，

绩效偏低，存在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

党的十八大后，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农业中供给不适应需

求问题的关注，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新型农业主体发展问
题上提出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激活资源要素潜力，大

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也成

为当务之急。合作社发展数量已不是问题，主要任务是提高

发展质量，中共一号文件中特别强调要研究建立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评价指标体系，引导规模经营健康发展，真正让合作社

在推进现代农业、带领农户致富、建设美丽乡村中发挥引领作

用。因此，在如此合作社急需走向科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合

作社进行结构性改革，如何科学、合理评价农民合作社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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